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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及古今文、道关系时，难以绕开韩愈在古文动中

始终践行着的“文以明道”一说。但若追溯该说法的本

源，将落回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出的“道沿圣以垂

文，圣因文而垂道”。事实上，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刘勰

多次提及“道”的概念，并以其为思想基础，建构出一

套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。虽韩愈在其诗文中并未对这部

作品进行阐发与评价，无明确的表述证明二者的关联，

但若将二者横向比较，可以窥见其中的同中存异。本文

试对其进行探究，就此抛砖引玉，以求教于方家。1

一、道的儒学渊源

在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篇中，刘勰这样写道：“齿在

逾立，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。旦而寤，

乃怡然而喜，大哉圣人之难见哉，乃小子之垂梦欤！自

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[1]445 他将孔子置于至高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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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“圣人”之位，为见到孔子而欣喜，甚至直呼古往

今来，再也没有人能像先生您一样著书立说、开一家之

言，极言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之情。他之所以创作《文心

雕龙》，也是因为想要“敷赞圣旨”，但在经书的注疏方

面早已有大儒在前，对义理的解读精深到了后人难以超

越的高度。所以刘勰试图另辟蹊径，从为文的角度来诠

释“为文之用心”，“述先哲之诰”，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

工作，作出一部体大思精、深得文理的系统文论著作。

《原道》篇为“文之枢纽”之首，可视为全书的思

想与逻辑起点。刘勰在此篇中“爰自风姓，暨于孔氏，

元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，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

教”[1]13，更是直接将“道”与孔子相结合，将“道”的

传承与“圣”相联系。所以刘勰作《征圣》与《宗经》

篇紧随其后，将三篇相融合，指出：古代圣贤是“道”

之传承者，他们拥有美好的性情风采和高尚的道德言行，

而这些都蕴藏在他所作的文章之中，言辞简洁但寓意丰

富、意蕴深远。从而有机统一了道、圣、经，形成三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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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体的理论体系，将抽象而难以言说的“道”被转化成

了具体可学的儒家经典，“本乎道”具体为“本乎经”，

刘勰在此基础上构建《文心雕龙》的文论体系，处处强

调、推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。

刘勰也从儒家中吸收、借鉴了天、地、人的“三

才”观念：“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两仪

既生矣。惟人参之，性灵所锺，是谓三才。为五行之

秀，实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

也。”[1]9-10 这与《周易》中的天道、地道、人道的内涵是

相似的：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

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

义。”[2] 在两种表述中，人都立于天地之间，为天地的阴

阳柔刚所禀沐，从而自身得以感化，或产生了天地之心，

感通万物之灵，或因此具有了仁义的属性。

种种可知，刘勰虽并未对“道”的内涵进行明确的

定义，但这一概念显然与儒家有着紧密的文化关联。而

韩愈作为传统儒士中的一员，以复兴儒学为己任，有意

识地继承和发展儒家道统，其所作《原道》篇更是为唐

宋古文运动展开及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。

而韩愈从推崇的“道”并非汉代以来的古今经学，

而是直指先秦儒家的孔孟之道。汉代罢黜百家、独尊儒

术。在力排百家，成为官方所认定的正统之学时，儒家

逐渐与当时的政治伦理相结合，利用自身的社会道德教

化功能，转化成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、保持现有制

度的思想工具。由儒家到经学，这一转变的正式形成，

标志着它已具备了三个最鲜明的特征：与皇权政治结合，

由民间学术发展为国家意识形态；从诸子百家之学变成

儒家专修的一家独断之学；经义解释、治学方法的固定

化及其严格的非批判性 [3]。这种固定的章句之学意味着

儒学之路走向封闭和僵化，只能接受和遵从，儒者不再

有自我阐释的空间，不再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。独尊与

独断的权威正在夺去儒学的生命。

韩愈不直接批判让儒学逐渐失去生机的汉儒，而是

在《原道》篇中重新建立一套儒家的道统体系：“尧以是

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

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

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[4]18 通过在儒道内部进行一定的厘

清，重新梳理由尧、舜至孔、孟的儒家“道统”本体，

抚开蒙在孔孟儒道上的阴翳，韩愈试图从根本上来明确

儒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使天下之人重回正统儒学，领

悟先秦儒学的真谛。

韩愈与刘勰的“道”观中都以儒家道统为思想根柢，

但在儒学具体的内容分支上有所差异。刘勰继承孔孟、

周易等多种儒家文化观念，而韩愈有意识地采纳先秦孔

孟的儒学根本，复古道以扬新。

二、博采众道与独尊孔儒

刘勰的“道”以先秦以来的儒家思想为主，但也深

受佛老思想的影响。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，佛教文化传

入我国，随着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、风俗的结合逐渐深

入，佛教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获得了大批百姓的信奉。以

致于魏晋南北朝，封建帝王也成为佛教的信徒，佛教在

庙堂之上发展兴盛。刘勰出身卑微，年少时就进入寺庙，

在寺中整理佛经，参与佛教活动，有较高的佛学修养。

他曾拟《灭惑论》，以缜密的行文逻辑，对诋毁、攻击佛

教的观点予以驳斥还击。同时，《文心雕龙》的体例深受

佛家经典《成实论》的影响。《文心》一书内容，分五大

部分，《成实论》内容亦分五大部分，称“五聚”，即发

聚、苦谛聚、集谛聚、灭谛聚与道谛聚。这雄辩地证明，

《文心》的总体框架与思维模式，受启于《成实论》；而

《文心》五部分之各部分内部结构，也与《成实论》“五

聚”之每一“聚”基本类似。[5]

不可否认的是，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道”，乃至其创作

观念上都有道家的踪迹。《原道》篇中提出的“道”是

“自然之道”，而追溯“自然”这一概念的萌发，莫不究

极道家之本源。自然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，在

《道德经》中，老子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

法自然。”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内核，并以“庖丁解牛”

等故事多次讲述万事万物要顺应自然，保持自然的本真

状态，“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”。刘勰将道家的自然观念

内化于心，外显于文，在其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清净无

为的自然感受，营造出天、地、人合而为一的和谐状态。

另外，刘勰具体的创作观念上也极富道家色彩。老子曾

言：“太上曰：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

复。”[6] 庄子认为，要在“心斋”与“坐忘”中，观其心，

明万物，届而物我合一，对世界形成更为一个透彻的认

知。《神思》篇中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”[1]247 是对老庄

致虚守静、自然无为等思想的认同与继承。刘勰借用了

“虚静”这一概念，来描绘理想状态下神思的准备过程：

攘除固有的成见，内心保持平和而不躁动，精神也随之

纯净，这时积累的学识阅历，和斟酌好的事理逻辑才能

以和谐的声律从心中流淌而出。在闲适自然中无碍无滞，

故能一泻千里。

文心雕龙之‘唯务折衷’的理论追求，乃是使其

成为‘笼罩群言’之作的根本所在；这种所谓‘笼罩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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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’，毫无疑问具有集大成的性质，而其理论实质则是创

新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。[7]

韩愈生活在国势衰退，儒道式微的中唐。但在经

济、政治衰退的同时，统治阶级对佛教支持有增无减。

韩愈幼时，唐代宗时期“胡僧不空，官至卿监，爵为国

公，出入禁闼，势移权贵，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。”[8]

佛教鼎盛，兴修寺庙耗散了大量的土地、钱财，这给民

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。同时，王公贵族、乃至大批百姓

信仰佛教，使佛教愈加兴盛，也使儒家的主导力量愈显

疲软。身为传统儒家士大夫，韩愈肩负着一种攘斥佛老，

重树儒家正统地位的责任感。而这种情绪在唐宪宗恭迎

佛骨的时候发展到了顶点。韩愈对蠹国伤民的“夷狄之

教”加以贬斥，作《论佛骨表》以寄托自己强烈的情感

激流，表达与佛教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：“乞以此骨付之

有司，投诸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后代之惑，

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，出于寻常万万也，岂不

盛哉！岂不快哉！”[4]616 文辞直接尖锐、气势夺人，直指

一切祸端之源头“佛骨”，表现了作者慷慨激昂的情绪和

不畏身死的胆魄，传达了作者为黎民百姓着想的“忧天

下”胸怀，和维护儒道之正统地位的士大夫精神。

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”[4]18 韩愈

作《原道》一文，立佛教的出世之学为靶，言其“子焉

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”，从而

将佛道置于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对立面，而这一观

念表面上来源于孔儒，实际上早已内化成中国伦理道德

观念的传统，成为每个人修身立德的行为规范。故在此

处，佛教被定义为虚空之道，被定义为“进于中国”而

扰乱中国的夷狄之法。孔儒则成为了循先王、合仁义的

天下公言，并发出“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”的口号。

刘勰与韩愈二人在对待佛老的态度上有所差异。韩

愈坚持儒道的正统地位，以佛老为异端学说，加以贬斥。

而刘勰身上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对佛老思想的吸收与继

承。不过，其著作《文心雕龙》中表现最多的仍是儒家

思想，贯穿文本始终。刘勰本人自幼年入寺以来，就一

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，当他一旦有了进

身机会，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，就马上登仕

去了。[9]

三、明道垂文与文以明道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出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

文而明道”[1]14，将“道”与“文”结合在一起，启文道

关系讨论之滥觞。至于在具体创作中如何做到“因文以

明道”，刘勰认为“论文必征于圣，窥圣必宗于经”[1]12，

既然圣人之文成为了“道”的外在显现，那么圣人所作

的经典将帮助论文者靠近文章创作的“道”之本源。而

“情”与“辞”是圣人明道垂文的手段，所以从表面上

来看，创作者应该学习先哲对文辞的运用方式，不重在

铺陈奥义奇诡之语词，而是应该用精确的文辞来体察要

义，传达正确的观点和精微的理论；深层观之，圣人的

“道”是“文”的本根，创作者需要领悟先哲具体想要

表达的事理用意和奥秘学问。

在全书首篇《原道》中，文被刘勰置于天、地、人

的空间之中，文与天地同生，与人紧密相连，受天地之

心的感召，随着“自然之道”而鲜明畅达。标自然以为

宗，是刘解原道的用意所在，也是刘舰纠正讹滥文风的

旨趣所在；自然之道所具现的自然是人无法参与其成的

第一自然，文贵自然所要求的自然是人参与其成的第二

自然。（刘勰的自然之道与文贵自然）所以，文可以理解

为“自然之道”的外在显现，“自然”应为文学艺术的范

式追求。刘勰所生活的宋齐梁三代，追求形式之风极盛，

刘勰对此评价道：“而后之作者，采滥忽真，远弃风雅，

近师辞赋，故体情之制日疏，逐文之篇愈盛”[1]287。虽然

文章需要进行革新，但并不能一味改变文章形式，而忽

视文章中内容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改变是要遵循自然的，

内容真实和情感真挚才是文章之根本，应是“为情造

文”，情感积蓄到满溢而出时自然而然成文，顺情而作。

若“为文造情”，就会陷入淫丽而烦滥的误区之中，“真

宰弗存，翩其反矣”[1]288，没有了自身情感的投射，文章

无异于空中楼阁摇摇欲坠，所作出来的文也只是一种炫

技之作，雕琢浮华却内容空洞而不自知。但若文不至，

而志至，他却不那么排斥：“唯七厉叙贤，归以儒道，虽

文非拔群，而意实卓尔矣。”[1]126 故可见，文章的形式雕

琢并不是为文之重心，文学创作时要厘清本与末才能作

出深远而美好的文章。

在“论文序笔”中，刘勰对有韵文“文”和无韵文

“笔”都进行了评点。而评点的过程中，刘勰多以儒家

经典之道为标准。如在《乐府》篇中，他以周王朝的雅

乐为尺，去衡量各朝各代的音乐，所以得出了魏之三祖，

音乐浮靡节奏平庸的结论；在《诸子》篇中，他用五经

的思想内涵去判断诸子之书，得出了“混洞虚诞”的结

论。事实上，刘勰在批评鉴赏文章的过程中，时刻印证

并深化着他“明道垂文”的观点。道的履行，不仅需要

师法圣人，也需要用圣人之文对自己所作之文加以检验，

这样才能使文章达到明道垂文的标准，最终做到“一则

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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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贞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”[1]30 的

六义境界。

在《争臣论》中，韩愈说道：“君子居其位，则思

死其官；未得位，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，

非以为直而加诸人也”[4]112-113 由此可得出韩愈的文学主

张：文以明道。在韩愈的理念中，道须是儒家正统之道，

读古文可以明古道，在这一点上，韩愈与刘勰达成了共

识。于是，在自己的创作中，韩愈便有意识地仿古学贤，

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加入文章之中，对儒学之道加以

阐发。除了宏观层面地攘斥佛老、追踪儒道的正宗，韩

愈还从微观的角度，从细微的小事上进行发挥。以《师

说》为例，韩愈通过举例和对比论证，最终证明了“弟

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[4]44 的结论，结构清

晰、逻辑严密，可谓“文以明道”的范例。而在《燕喜

亭记》中，韩愈将丘、瀑、洞等山水景观都强行赋予了

人的属性，以丘为“俟德之丘”，以山谷为“谦受之谷”，

譬如此类。履行了“文以载道”这一文学观念，但儒家

的道德说教意味甚浓。

至于创作方面，韩愈主张“气盛言宜”、“词必己

出”，文应取法于儒家圣贤，“师其意，不师其辞”，但

不是不是对古文的全方位继承，而是应该有自己的思

考、见解，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，做到“能自树立，不

因循”，推崇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文。“将蕲至于古

之立言者，则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，养其根而俟其

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

晔”[4]169 要想要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章，自身能够达到

立言的境界，就需要创作主体沉淀以修道，拥有了高超

的识见和深厚的学问积累，自然能做到文以明道。韩愈

的古文汪洋恣肆，气盛而又言宜，这种气势是韩愈的禀

赋之气又经过心志理性转并综合个人的才华、习染、学

养，并灌注情感，成为一种勃然不可遏抑生命情意之

气，并注入创作中使得作品表现的独特的风格、结构和

形态。[10]

四、总结

综上所述，刘勰与韩愈的“道”在内涵上有所差别。

刘勰强调的“道”融汇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，最终

外显为“自然之道”；韩愈之“道”则是攘斥佛老，独

尊、独循儒术之后的结果，且韩愈提倡的是先秦儒家

中的道之本源，复古以谋新。同时，二者均以儒道为

“道”观之基础，用儒家经典去衡量文学作品，用先哲

精神去指导文学创作，在“明道”中开创一个新的文学

天地。将韩愈、刘勰的“道”观进行对比分析，厘清二

人思想的文化根柢，将对道统及韩、刘研究有所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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